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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桃花源记》中陶渊明的感情倾向

○朱国琴

摘  要：《桃花源记》是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最为世人传诵的一篇文章，文章试从此文的创作背景、创作手法、创

作主体等方面来看陶渊明的感情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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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是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最为世人传诵的

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他晚年根据其家乡一代人民为生活

所迫而“逃亡去就，不避幽深”的事实，并结合前人有关

追求美好境界方面的思想材料，以及自己多年的乡居生活

经验，加以想象、虚构而成的故事。文中展现了一个人人

自食其力、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在讲授该篇

时，学生对文中时代背景和渔人形象提出质疑，从而引发

了笔者对这篇作品的思考。

一部作品，无论是写实还是虚构，都有一个真实的

“我”存在，有的是直接地、鲜明地将“我”置于作品之

中，有的则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平静地讲述，但只要仔细

研读探索作者的创作手法，依据作者所处的时代，作者的

人格德操、审美情趣，就能判断他的感情倾向。

一、从创作背景看

陶渊明生年，上距东晋王朝的建立（公元317）四十八

年，晋宋易代之后，陶渊明又生活了七年。《桃花源记》

系陶渊明晚年所作，是在当时现实的基础上，加以想象虚

构而成的，是当时现实的产物。历来对其主旨的权威解释

是：对当时黑暗生活的不满，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这是毋

庸置疑的，但他所针对的具体是什么时候的黑暗生活，就

需要仔细研究。就陶渊明本人来说，他对东晋王朝是有感

情的，陶渊明忠于晋朝是他的一贯言行，封建社会的正统

观念忠君思想主宰着他的灵魂，支配着他的言行。在陶渊

明早期的作品中的确可以发现一些美化东晋生活的诗篇。

因此笔者在此强调的是陶渊明认为与桃花源中相背的黑暗

现实的制造者是刘裕。这种感情在很多诗中都有反映，例

如《归园田居》第四首：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

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

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

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

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此诗中描述了田地荒凉，村中一片废墟的情况，村中

的老百姓几乎都死光了，为何有这种情况呢？“晋安帝元

兴三年（公元四零四年，甲辰），（陶渊明）四十一岁，

刘裕起兵讨恒玄，玄逃入蜀被杀。晋政权腐败，豪族侵夺

人民，加之战乱连年不断”（《陶渊明诗稿》）。于是陶

渊明就用诗歌表现出了这一现状，并表现了对这种现状的

极端不满。

“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公元四一七年，丁巳），（陶

渊明）五十三岁，刘裕北伐，收复长安，灭后秦。刘裕急

于当皇帝，不顾亡秦父老苦留，匆忙东还，只留其幼子刘

义真及部将守之。”当年陶渊明作《饮酒》诗三十首表现

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对政事的感慨和归隐到底的决心，

和对晋宋易代政治局面的不满。

“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四零二年，庚申），（陶

渊明）五十六岁，刘裕即帝位，废晋恭帝为零陵王，东晋

亡”；第二年，刘裕杀晋恭帝，陶渊明作《桃花源诗并

序》。文中所展现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安居乐业

的理想社会是当时刘裕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的反面折射，作

者隐晦地把矛头指向了不顾人民死活与民族存亡而篡权夺

位的刘裕。

二、从创作手法看

作为一篇记叙文，《桃花源记》中穿插了对比手法，

通过文中渔人与村民的对比和渔人和刘子驥的对比可以破

译陶渊明的潜在话语。

（一）渔人与村民的对比

故事从渔人的出场开始，但他的出场让人觉得有一

种游手好闲的感觉，根据史书记载，东晋时代封建剥削和

压迫异常残酷，战争频繁，税收繁重，人民生活困难，在

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以捕鱼为职业的渔人，应该为整个家

庭的生计犯愁，无暇顾及周围的美景才对，但他竟然显得

如此悠闲，首先就对其作为人民的勤劳性和责任心作出了

否定。而桃花源中的村民是以忙碌的身影出现在大家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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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相命肆农

耕，日落从所息”（《桃花源诗》）人人都劳动，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正因为人人劳动，

从而得以丰衣足食，让“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过着

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的生活，作者分别让渔人与村民以特

有的方式出场，其中褒贬不言自明。

村民是热情好客的，渔人的到来，村民“便要还家，设

酒杀鸡作食”，给予这个不速之客以热情友好的款待，让一

向为生计发愁的渔人好好享受了一回酒食无忧的快乐生活。

村民是纯朴善良的，他们非常乐于当时安乐恬淡的

生活，然而渔人的出现是对他们这种生活的极大冲击，他

们面临着宁静生活被打破的威胁，临别时，他们对渔人并

未提太高的要求，只一句“不足为外人道也”，可见他们

认为并相信渔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然而与“怡然有余

乐，于何劳智慧”的桃花源中人相比，渔人是浅薄的，是

不讲信用、背弃承诺的，源中人谁会想到他一离开桃花源

不仅“处处志之”，还“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呢。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如此不讲信用、背弃

承诺的渔人，亵渎了村民们的热情和友好。

“《拟古》写作于宋初二年辛（公元四二三年），

《桃花源记》并《诗》也是同时所作，这年陶渊明五十七

岁”（王瑶编著《陶渊明集》）。可见陶渊明晚年的生活

状态是不容乐观的：“复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

既没，新谷未登”（《自会而作》）、“饥来驱我也，不

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他

深知温饱没有着落的痛苦；另外他也深知耕作的不易：

“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陶渊明诗全集》），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就在作

者有这样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写出了在当时生产力还不高的

情况下温饱没得到解决的渔人，受到了村民们拿出自己辛

苦劳动果实的款待，而且作者反复渲染“杀鸡作食”这一

情节，这本该渔人感激涕零的，可事实恰恰相反，他恩将

仇报，在村民们热情、淳朴、善良的光环下显得极其卑

微，虽说作者不着一词，但在鲜明的对比中，已透漏作者

潜在的情感倾向。

（二）渔人和刘子驥的比较

作品以渔人“不复得路”和刘子驥“未果，寻病终”

作结，以往于这一点的说法是：给“世外桃源”抹上了神

秘色彩，使人觉得仙源难寻、可望而不可即，笔者认为作

者让刘子驥出场的目的不在于此，渔人去了桃花源回家时

“处处志之”，结果是“不复得路”，这足以显示桃花源

的神秘和可望而不可即。笔者认为刘子驥在此有两个作

用：1.与渔人形成鲜明对比，反衬出渔人的动机。2.寄托

了作者的人生理想。

通过“高尚人士”刘子驥的传说将文章的中心转移到

对渔人人品的否定，来表明对渔人批判的立场以达到劝诫

世人的作用。

三、从创作主体看

作家是文学创作主体，从作家和作品的关系说，作家

是作品的创作者、是创作实践的主体，文学作品是作家精

神劳动的艺术产品。艺术作品是作者精神的物态化，是保

存作家人格德操的精神化石。因而作者的人格、德操就成

了内在的衡量作品中人物的标准和尺度。

陶渊明二十九岁时出仕为官，亲历了官场的种种丑

恶，官场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恶浊空气让他窒息，陶渊

明一直强调自己质性自然、不愿迁就世俗，扭曲自己正直

的人格，于是就有了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话。“岁

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陶渊明叹

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

《归去来》”（萧统《陶渊明》）。陶渊明作为封建时代

的文人，从此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有的彷徨，以其高

洁的人格操守面向世人。

钟嵘《诗品》中评析套诗曰“每观其文，想其人

德”。的确，我们读陶渊明诗，能够从字里行间看到他的

人格操守。

陶渊明在其诗作中多提到“固穷”（《治语·卫家

公》：“君子固穷，以穷斯滥矣。”即“君子能安于贫

困境遇，而小人则因穷而为非”之意）。如“高操非所

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

道》），“不赖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

“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土》）等。从这些诗

句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以“君子”自况，表明着“固穷”

的德操。这种“固穷”的德操，是出于一种情感与人格的凝

聚，陶渊明恰恰还在“固穷”中感受到了无穷的乐趣。

回到《桃花源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渔人与创作主

体——陶渊明人格德操的巨大反差。

渔人以捕鱼为业，自从他去了桃花源后，他就不再安

于现状，一出桃花源，就“诣太守，说如此”，如此迫不

及待，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一直在寻求发财致富的捷径，只

不过在此之前未能如愿而已。而现在正好借对太守的阿谀

奉承来改变原来贫困的生活状态，实现他的人生目标。而

陶渊明在“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

的情况下，能安逸平静地度完自己的一生。不知“闲静少

言，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

富贵”（《五柳先生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

明对渔人是同情还是鄙视呢？

《桃花源记》不管是真是假、是虚是实，都是作者心

中的真实，都是作者心中的客观实在，因而我们就可以结

合时代背景，作者个人的人格德操、创作手法去破译作者

的情感。以上是笔者对破译《桃花源记》的情感倾向作的

一点浅显的尝试，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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